
民众“心中”和“眼中”的腐败
*

———框架阐释理论视角下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徐 法 寅

内容提要:民众腐败感知与实际腐败状况存在差异并具有政治影响，因而，考察腐败感
知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强调外在信息因素的同时，现有研究虽然也
开始关注民众认知方式的作用，但是仍未全面分析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及其影响，也未
考察外在信息与认知方式的关系。在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
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和对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表明，民众的腐败感知是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共同作用的结果，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和
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对腐败感知都有显著影响;而且，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具有形
成性影响，因此不仅会对民众的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
对民众的腐败感知产生间接效应。这一分析在理论上提出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
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民众的社会感知，在实践上对于提高民众的清廉感知、促进政治
稳定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腐败感知 腐败观念 腐败归因 外在信息 阐释框架

一、引言

虽然民众的腐败感知会受到实际腐败状况的影响，但是受腐败隐蔽性、信息可得性等因素的
影响两者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①。而且，与实际腐败状况相比，民众的腐败感知对政治支持、政
治信任和政治稳定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②。因此，在党和国家大力反腐倡廉的背景下，学界也特
别关注民众的腐败感知及其形成机制，以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发挥更大的政治效应。

由于民众对于腐败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间接信息形成的，因此很多研究都强调信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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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包括大众传媒信息、小道消息和互联网信息的影响①。也有学者认为，在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中，由于文化转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腐败可能会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民
众也可能直接接触到腐败行为②。因此，现有研究也强调腐败经历对于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

作为一种感知活动，民众腐败感知的形成包括自下而上的信息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两
个方面。因此，理解民众的腐败感知水平要对他们的认知方式进行考察。但是，强调民众腐败认知
的现有研究还未全面考察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以戈夫曼
( E. Goffman) 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 B. Weiner) 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形成性框
架阐释理论”，并对经验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仅考察民众的信息渠道和阐释框架对
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而且考察信息渠道通过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视角

现有研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结构层面上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
位和价值取向，等等。从形成机制上来说，现有研究采用了两种视角:外在信息视角和内在认知视
角。但是，现有研究还未全面考察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也未说明外在信息
和内在认知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以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基
础提出“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来说明外在信息和内在认知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

( 一) 现有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及其不足
外在信息视角下的现有研究同时考察了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正式信息和非正式信息对腐

败感知的影响。有学者考察了影响清廉感知的三种机制:绩效机制、文化机制和信息机制;其中，
所谓的信息机制就是作为直接信息渠道的腐败经历，包括行贿经历和索贿经历③。就间接信息
而言，针对民众没有腐败经历却认为腐败严重的现象，一些研究强调腐败“传说”( folklore) 的作
用④。一项基于俄罗斯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体信息和小道消息都对民众的腐败感知具
有显著影响⑤。对于中国民众清廉感知的研究也表明，官方信息会提高民众清廉感知水平，而小
道消息会降低民众清廉感知水平⑥。此外，强调外在信息的现有研究还同时考察了腐败信息和反
腐败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一项准实验研究比较了市委书记被调查和未被调查的地级市中
公众的腐败感知，发现在市委书记被调查的地级市民众的腐败感知反而高于未被调查的市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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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社会感知的形成也涉及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而且民众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决
定其对外在信息的解读①。内在认知视角下的现有研究强调民众的腐败认知方式对其腐败感知
的影响，弥补了外在信息视角的不足。

现有研究中，内在认知视角主要体现在对“腐败容忍度”的考察上。有学者将“腐败容忍度”
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引入民众清廉感知的解释模型中，认为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贪腐行为
会影响其清廉感知②。文化本质上是一个能够使行动者对情境进行界定和解释的意义体系和认
知框架③，因此，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的“腐败容忍度”，本质上是民众认知框架的组成部分。就其
内容而言，现有研究对“腐败容忍度”的测量主要是针对民众的腐败界定进行的。比如，有学者
通过民众对某些行为是否属于腐败的判断来测量腐败容忍度; 这些行为包括“公职人员把办公
室的纸和笔带回家使用”“公职人员为私人事务使用公车”“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找工
作”④，等等。

但是，内在认知视角下的现有研究还没有全面考察民众的腐败认知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
也没有具体说明认知方式与外在信息之间的关系。首先，现有研究中强调的“腐败容忍度”主要
是指民众的腐败观念，即民众对腐败的界定，但是还未考察民众腐败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民
众的腐败归因，即民众对腐败的解释。归因理论及相关经验研究表明，人们的归因方式会影响他
们对现实的判断、期望、情绪和行动⑤。其次，现有研究还未具体说明内在认知与外在信息的关
系。从认知形成的角度看，如果说腐败认知是腐败感知的构成要素，那么我们仍然需要考察外在
信息对认知方式的影响。

( 二)“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和研究假设
对于民众腐败认知与腐败感知的关系问题，欧文·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 framing) 具体说

明了认知框架的内容和作用方式，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⑥。但是，戈夫
曼的理论强调具体情境中阐释框架对信息的阐释，却不足以理解阐释框架的形成。因此，考察外
在信息、认知方式和腐败感知的关系，还需要建立一个“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

第一，与关于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一致，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强调行动者对事物的界定
及其对感知的影响。在戈夫曼看来，阐释框架是行动者的视角;这种视角被用来识别、界定和理
解行动者面对的“现实”，因此可以影响他们的判断和行动。阐释框架首先包含对事物的“界
定”，从而可以让行动者识别具体情境中的事物“是什么”。阐释框架之所以会决定行动者对事
物的“界定”，是因为他们能够以“转调借用”( keying) 和“认知操纵”( fabrication) 的方式将阐释
框架应用于具体情境中⑦。同样，由于“腐败”概念的内涵具有很大的弹性，考察民众对腐败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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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尤为重要①。前期探索研究发现，民众会以“转调借用”的方式借用“腐败”来界定国家公职人
员的很多行为( 如办事拖沓、大吃大喝等) 。此外，关于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也测量和表明了
民众对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基于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和关于腐败容
忍度的现有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民众腐败界定和腐败感知的假设:

研究假设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众对腐败的界定越宽泛，他们的腐败感知水平也越高。
第二，与归因理论一致，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也强调行动者的归因方式对其判断和行动的

影响。根据归因方式，戈夫曼区分出两种阐释框架:强调自然的、难以改变的因素的阐释框架;强
调人为的、相对容易改变的因素的阐释框架。从第一种阐释框架来看，事物是由自然力量引起
的，因而难以改变;第二种阐释框架则认为，事物是行动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因而更加容易
改变。人们虽然会同时考虑自然的客观性因素和人为的主观性因素，但是对其中一种因素的强
调会引起对事物的不同判断②。就腐败现象而言，现有的理论也指出了导致腐败产生的两种因
素: 一种是类似于自然力量的、难以改变的人的本性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等客观因素，即客观性归
因;一种是相对容易改变的、人为的权力监督和腐败惩治等政策性因素，即政策性归因③。前期
探索性研究发现，民众也持有这两种不同的腐败归因方式。此外，伯纳德·韦纳的归因理论认
为，如果人们将事物归因于可以改变的因素( 比如，个人努力) ，那么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就会更加
具有弹性;相反，如果归因于难以改变的因素( 比如，个人天赋) ，那么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就更加
稳定④。同样，如果民众倾向于将腐败归因于可以改变的政策性因素，那么，他们也会认为腐败
问题更加严重。基于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以及权力监督理论，我们可以提
出一个关于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和腐败感知的假设:

研究假设 2: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越强，他们的腐败感
知水平也越高。

第三，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虽然能够说明认知框架对信息的阐释，但是不足以说明阐释框
架的形成。戈夫曼关注的焦点是微观层次上互动秩序中阐释框架的作用机制，而不是社会组织
和社会结构及其对阐释框架的影响。另一方面，关于大众传媒和互联网信息的研究表明:各种外
在信息通过选取报道的内容传递着认知视角⑤;信息既会对感知和行动产生短期影响，也会对认
知框架产生长期影响⑥。因此，理解社会感知还需要一个“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考察阐释
框架对信息的处理，而且分析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塑造。

如前所述，外在信息视角下的现有研究虽然考察了民众的信息渠道对腐败感知的影响，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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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察信息渠道对于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的影响。也就是说，现有研究考察了外在信息对腐败
感知的直接效应，但还没有考察外在信息通过阐释框架而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基于上
述“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

研究假设 3:民众的腐败经历、官方信息和非官方信息等信息渠道不仅会对腐败感知产生直
接效应，而且会通过影响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对腐败感知产生间接效应。

综上所述，关于民众腐败感知的现有研究虽然指出了外在信息和认知方式的影响，但是对认
知方式的分析还不全面，也没有考察外在信息通过认知方式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本研
究力图在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形成性框架
阐释理论”，不仅考察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而且考察外在信息通过阐释
框架而对腐败感知产生的间接效应。图 1 呈现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图 1 民众腐败感知形成的理论模型

三、数据和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由于民众的腐败观念和归因方式涉及民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赋予的意义，本研究首先

通过无结构化访谈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这些访谈有的是笔者在其他研究课题的调研中进行的，
有的是笔者在日常聊天中进行的。从 2016 年到 2019 年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中，访谈对象包括北
京、四川、黑龙江、河南、山东、浙江、福建、湖南、山西、江西、贵州、宁夏等地的 200 余人，涉及国家
行政人员、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工人、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工人、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农民等主流社会群体。

在对探索性研究中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又于 2020 年 5 月到 6 月进行了问卷调
查。该调查分别从东北、北部、南部、中部、西部地区抽取了两个省( 直辖市) ，又从各省( 直辖市)
中抽取一个省会城市和一个地级市。具体而言，调查数据包括了来自长春、大连、天津、威海、广
州、宁波、长沙、南阳、兰州和达州的 2500 份问卷。在个体层面上，问卷调查在性别、年龄、户口和
教育程度方面进行了配额，以包括不同的社会群体。

问卷调查的实施是通过网络调查进行的，使用的是北京益派数据有限公司的在线样本库①。
为了保障数据质量，问卷调查对调查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控。首先，问卷调查对调查对象的 IP
地址、填答进度和填答时间进行了实时监控。根据试调查中的测算，调查实施过程对填答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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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严格控制，要求填答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问卷中有 43 个题项) 。其次，问卷中设置了五道
测试题项。其中，一种测试题项要求调查对象选择指定的选项，另一种测试题项要求调查对象根
据性别或年龄选择特定的选项。

( 二)变量说明
1. 民众腐败感知。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民众的总体腐败感知。问卷的题项是“总体而言，您

认为当前我国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严重吗?”回答“不严重”“不太严重”“一般”“比较严重”
和“非常严重”的分别赋值为 1、2、3、4、5。由于本研究关心的是民众总体上的腐败感知，所以没
有采用腐败测量的另外两种方式———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腐败感知和对不同政府部门的腐败
感知。现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腐败
感知和总体态度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很难用同一个指标进行测量①;民众对不同政府部门的信
息和态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权力的性质和运行方式———的影响，因此也难以用共同的指标
进行测量②。此外，前期探索性研究也发现，民众对于不同政府部门和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分配
和相互关系并不十分明确，也持有不同的态度。

2. 民众的腐败界定。如前所述，对“腐败容忍度”的现有研究测量了民众的腐败界定; 而民
众的腐败界定又是民众腐败认知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因此，对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的测
量，本研究也采用了现有研究中对“腐败容忍度”的测量方式。在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问卷调
查列出了访谈中被界定为腐败的行为方式，并询问调查对象是否认为这些行为方式属于腐败行
为。这些行为方式包括: 贪污国家资产资金、向老百姓索要财物、收受贿赂、为私人事务使用公
物、走形式讲排场、对老百姓态度恶劣、不求上进能力差。如果认为“不是腐败”，赋值为 0; 如果
认为“是腐败”，赋值为 1。然后将得分加总，得到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3.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问卷调查列出了探索性访谈中发现的民众对腐败的归
因方式，其中政策性归因———归因于权力监督和腐败惩治等政策性因素的归因方式———包括
“腐败是由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官相护、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造成的”“腐
败是由官员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造成的”和“腐败是由反腐部门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够造成
的”。探索性访谈发现，与人性中的贪欲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等因素相比，民众认为这些因素是可
以改变的、人为性的因素。问卷调查询问了调查对象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上这些说法。“非常
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般”“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的回答分别赋值为 1、2、3、4、5。

4. 腐败信息渠道。对于腐败经历，问卷调查也采用了现有研究对于腐败经历的测量方式，
询问了调查对象主动的请客送礼经历与被动的官员索贿的经历。题项分别是“最近几年里，您
或您的亲友向公职人员请客送礼的情况多吗?”“最近几年里，您或者您的亲友遇到公职人员办
事拖沓、索要财物的情况多吗?”回答“没有”“不太多”“一般”“比较多”“非常多”的分别赋值为
1、2、3、4、5。

对于民众的间接信息渠道，问卷中的题项是“在了解时政信息时，你对下列信息渠道的使用
情况如何?”其中列出的官方渠道包括: ( 1) 政府网站和官方微信、微博; ( 2) 电视、广播、报刊等大
众传媒。非官方渠道包括: ( 1) 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 ( 2) 与亲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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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对面聊天; ( 3) 外媒渠道。回答“从不使用”“很少使用( 每周会使用 1—2 次) ”“偶尔使用
( 每周会使用 3—5 次) ”和“经常使用( 几乎每天都使用) ”分别赋值为 0，1. 5，4，6. 5，然后加总来
测量两种信息渠道的使用情况。

5.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反腐败成效评价等变
量。性别为虚拟变量，女性取值为 1。户口为虚拟变量，城市取值为 1。受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
下取值为 6，初中取值为 9，高中取值为 12，大专取值为 14，大学本科取值为 16，硕士及以上取值
为 19。政治面貌为虚拟变量，中国共产党党员取值为 1。对于民众的反腐败成效评价，调查问卷
询问了调查对象“在您看来，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效果怎么样?”回答“没有效果”“效果不
大”“一般”“比较有效”“非常有效”的分别赋值为 1、2、3、4、5。表 1 展示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民众腐败感知 2500 1 5 3. 42 1. 03

自变量 腐败界定的宽泛度 2500 2 8 6. 71 1. 47

自变量
( 民众对腐败的
政策性归因倾向)

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 2500 1 5 4 0. 94

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 2500 1 5 4. 058 0. 93

官员的权力太大 2500 1 5 4. 0628 0. 87

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够 2500 1 5 4. 0728 0. 90

自变量
( 信息渠道)

主动的请客送礼经历 2500 0 4 1. 27 1. 12

被动的官员索贿经历 2500 0 4 1. 05 1. 01

官方信息渠道 2500 0 12. 5 9. 02 2. 92

非官方信息渠道 2500 0 10 6. 43 1. 96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 = 1) 2500 0 1 0. 43 0. 50

年龄 2500 16 65 35. 94 12. 60

户口( 城镇 = 1) 2500 0 1 0. 75 0. 44

受教育程度 2500 6 19 14. 34 2. 4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1) 2500 0 1 0. 20 0. 40

反腐败成效评价 2500 1 5 4. 04 0. 76

四、统计模型和分析结果

( 一)统计模型
本研究的内容包括: ( 1)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测量; ( 2 ) 民众腐败界定、腐败归

因、信息渠道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 ( 3) 信息渠道通过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对民众腐败感知产生
的间接效应。因此，本研究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同时考察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测
量模型和因果模型。图 2展示了这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核心变量及其结构关系和标准化系数。

图 2的底部是这个模型中的测量部分，即对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测量。其中，指标
变量包括民众对以下说法的赞同程度:“腐败是由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官相
护、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造成的”“腐败是由官员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造成的”和“腐败是由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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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够造成的”。图 2的顶部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结构部分。这个模型除了考
察信息渠道对腐败感知的直接效应，还考察了信息渠道通过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所产生的间接效应。

图 2 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

注释: ( 1) 为了显示模型的核心变量，本图略去了模型估计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性
别、年龄、户口、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反腐败成效评价。( 2 ) 本图报告的是标准化系数;

统计结果分析部分将报告模型包含的非标准化系数。( 3) * 表示系数在 0. 1 水平上显著; ＊＊

表示系数在 0. 05 水平上显著; ＊＊＊表示系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 二)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测量模型
将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之前，本研究首先对其测量模型进行了验证性

因子分析。由于个别变量偏离了正态分布，因子分析同时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计方法和渐进性
自由分布估计方法。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分别为
8. 01 和 7. 16，没有显著差异。为了得到更全面的拟合度指标，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使用了最大
似然值估计法。统计结果呈现了多种模型拟合度指标，包括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独立模
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比较拟合指数 CFI、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MSEA、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和
塔克 －刘易斯指数 TLI。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测算了科隆巴赫效度指数 α。表
2 呈现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表 2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潜变量 指标变量 非标准系数( B) 标准系数( β)

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 1＊＊＊ 0. 572＊＊＊

层层贿赂的官场文化 1. 11＊＊＊ 0. 641＊＊＊

官员权力太大、管得太多 1. 09＊＊＊ 0. 667＊＊＊

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不够 1. 08＊＊＊ 0. 643＊＊＊

注释: ( 1) 模型拟合度指数包括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 = 8. 01;独立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 = 2602. 73;比较拟合指数
CFI = 0. 997;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MSEA =0. 03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 0. 011; 塔克 －刘易斯指数 TLI = 0. 990。( 2 ) 科隆巴
赫测量效度指数 α = 0. 72。( 3) ＊＊＊表示系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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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这个测量模型的科隆巴赫值 α 为 0. 72，略低于传统上通常采用的标准值
0. 8，但也远高于传统上采用的最低值 0. 5。此外，比较拟合指数 CFI 为 0. 997，高于传统上采用
的标准值 0. 9;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MSEA( 0. 035) 和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0. 011 ) ，均低于传
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 05。综合考虑而言，这个测量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 指标变量较好地测
量了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从理论上来说，之所以用民众监管能力不足、官场文化、官员权力太大、反腐败力度不够等指
标变量来测量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主要是因为: 与人性的贪欲和宏观的社会变迁等因
素相比，这些导致腐败的因素是更容易改变的。比如，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反腐败政策执行的
主要因素，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波动性①。同样，前期探索性访谈发现，民众也认为这些
是相对容易改变的因素。他们认为政府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完备和安全的监管渠道，可以通过制
度建设减弱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也可以紧紧盯住一把手的选人用人以打破
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 三) 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模型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又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民众的腐败感知进行了统计分析。

与测量部分一样，由于部分变量偏离正态分布，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也同时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
计方法和渐进性自由分布估计方法。两种方法结果基本一致:最大似然估计方法中，估计模型与
饱和模型的比较为 156. 971; 渐进性自由分布估计方法中，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为
157. 85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使用了最大似然值估计法，以呈现更多的拟合度指数。统计结果显
示，虽然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指数为 156. 971，但是比较拟合指数 CFI( 0. 952) 和塔克 －刘
易斯指数 TLI( 0. 908) 都高于传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 9，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MSEA( 0. 035) 和标准
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0. 024) 也都低于传统上采用的标准值 0. 05。因此，这个结构方程模型总
体上较好地拟合了数据。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也将测量模型中“老百姓监管能力不足”的因子
系数限定为 1，从而使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部分与验证性因子分析一致，而且能够对结构模型中
的各个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表 3 展示了结构方程模型中结构部分的非标准化系数。

表 3 民众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体效应

腐败感知

腐败界定 0. 024* － 0. 024*

政策性归因 0. 589＊＊＊ － 0. 589＊＊＊

官方信息 － 0. 013＊＊＊ － 0. 008＊＊＊ － 0. 021＊＊＊

非官方信息 0. 044＊＊＊ 0. 033＊＊＊ 0. 077*

主动腐败经历 － 0. 007 － 0. 023＊＊ － 0. 030*

被动腐败经历 0. 054＊＊＊ 0. 041＊＊＊ 0. 095＊＊＊

腐败界定

官方信息 － 0. 022＊＊ － － 0. 022＊＊

非官方信息 0. 048＊＊＊ － 0. 048＊＊＊

主动腐败经历 － 0. 142＊＊＊ － － 0. 142＊＊＊

被动腐败经历 0. 014* － 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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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自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体效应

政策性归因

官方信息 － 0. 013＊＊＊ － － 0. 013＊＊＊

非官方信息 0. 054＊＊＊ － 0. 054＊＊＊

主动腐败经历 － 0. 034＊＊＊ － － 0. 034＊＊＊

被动腐败经历 0. 067＊＊＊ － 0. 067＊＊＊

注释: ( 1) 模型拟合度指数包括估计模型与饱和模型的比较 = 156. 971; 独立模型与饱全模型的比较 = 2551. 012; 比较拟合
指数 CFI = 0. 952;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MSEA =0. 03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ＲMＲ = 0. 024; 塔克 －刘易斯指数 TLI = 0. 908。( 2 ) *

表示系数在 0. 1 水平上显著; ＊＊表示系数在 0. 05 水平上显著; ＊＊＊表示系数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3)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反腐败效果评价。

首先，就民众腐败认知和腐败感知的关系而言，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反腐败效果评价和外在信息之后，民众的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
对腐败感知水平仍有显著影响。虽然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度的影响较小，但也显示民众的腐败
观念越宽泛，腐败感知水平越高( β = 0. 034; B = 0. 024 ) 。现有研究所忽略的民众腐败归因因素
发挥着更大的显著影响;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越强，腐败感知水平越高( β = 0. 305; B =
0. 589) 。这也从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两个方面验证了民众的阐释框架对腐败感知水平有显著
影响的假设: 民众的腐败感知不仅依赖于他们所接受的外在信息，而且依赖于他们应用认知框架
对外在信息所做的阐释。民众对外在信息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对腐败界定
的宽泛程度会影响他们对腐败信息的选取，而且界定越宽泛，选取的信息也越多，感知到的腐败
水平也越高;另一方面，他们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会影响他们对腐败信息的解释，而且政策
性归因倾向越高，他们就认为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感知到的腐败水平也越高。

其次，就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影响而言，民众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的分析都说明外在信息对
阐释框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发现不同的信息渠道会对民众的腐败界定和腐败归
因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在直接信息渠道( 腐败经历) 中，主动的腐败经历( 行贿) 会降低民众腐败
界定的宽泛程度 ( β = － 0. 108; B = － 0. 142 ) ，也会减弱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 β =
－0. 130; B = －0. 034) 。被动的腐败经历( 被索贿) 则会增加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β = 0. 010;
B =0. 014) ，也会增强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β = 0. 131; B = 0. 067) 。在间接信息渠道
中，官方信息会降低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β = － 0. 044; B = －0. 022) ，也会减弱民众对腐败
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β = － 0. 069; B = －0. 013) 。非官方信息则会增加民众腐败界定的宽泛程度
( β = 0. 064; B =0. 048) ，也会增强民众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 β = 0. 195; B =0. 054) 。

外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阐释框架的形成性。关于大众传媒和互联
网信息的研究表明:各种信息包含和传递着认知视角，既会对感知产生短期影响，也会对认知框
架产生长期影响。就民众的腐败感知而言，民众的认知框架会通过信息阐释而影响他们的腐败
感知;但是，民众的阐释框架本身也会受到信息所包含的认知方式的影响。阐释框架的形成性也
超越了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因为戈夫曼并没有在社会背景中对阐释框架本身进行解释。

最后，就外在信息对腐败感知的影响而言，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考察了外在信息对民众腐败感
知的直接效应，而且考察了腐败认知产生的间接效应。统计结果显示，信息渠道对民众腐败感知
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也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有些信息渠道，如主动的腐败经
历，间接效应还大于直接效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但
是，本研究区分了外在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所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从而更加具体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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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渠道影响腐败感知的逻辑机制。腐败感知是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
阐释框架本身会受到外在信息的影响，外在信息也因此会对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五、理论和政策启示

在强调外在信息因素的同时，现有研究虽然也开始关注民众腐败认知对腐败感知的作用，但
是还未充分考察腐败认知和外在信息的关系及其对腐败感知的影响。本文以戈夫曼的框架阐释
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和对调查数据的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说明: ( 1) 民众的腐败感知是外在信息和认知框架共同作用的结果，腐败界定的
宽泛程度和对腐败的政策性归因倾向对腐败感知具有显著影响; ( 2) 民众的阐释框架具有形成
性，信息渠道会影响腐败界定和腐败归因; ( 3 ) 民众的信息渠道不仅会对腐败感知产生直接效
应，也会通过腐败观念和腐败归因对腐败感知产生间接效应。这一分析在理论上可以在一般意
义上理解民众的现实感知及其与外在信息和阐释框架的关系，在实践上对于提高民众的清廉感
知、促进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 一)理论启示: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
本研究所提出的“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强调阐释框架对外在信息的加工和解读，也强调外

在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形成性影响。这突破了只强调阐释框架的解读作用的“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
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假定阐释框架是给定的，然后分析阐释框架在信息加工中的作用。戈夫曼对日
常生活中阐释框架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因为他认为个人对经历的解读是基于既
定的阐释框架进行的。对政治文献的内容分析、媒体信息生产过程的研究和社会运动中的信息加工
过程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都旨在发现信息加工过程中蕴含的既定阐释框架①。

但是，演绎性框架阐释分析并没有考察阐释框架的形成和变化及其社会结构背景和社会过
程。很多学者虽然指出戈夫曼的框架阐释理论为连结微观和宏观社会现象提供了基础，但是往
往仅强调阐释框架对整体社会秩序发挥的功能，而没有说明社会过程对阐释框架的影响②。针
对戈夫曼理论的非历史性、非制度性，诺曼·邓辛( Norman Denzin) 号召将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
论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因素联系起来③。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这种努力又陷入了结构决定
论。比如，赫伯特·威廉( Herbert Willems) 用布迪厄( P. Bourdieu) 的“场域 －惯习”理论说明阐
释框架的形成过程，这就变成了约翰·帕克( John Parker) 所说的一元论式的结构决定论④。
“形成性框架阐释理论”不仅强调阐释框架对信息的加工，而且强调信息对阐释框架的塑

造; 由于信息本身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因此可以通过信息渠道将微观的阐释框架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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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社会过程连结进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结构决定论对阐释框架的简单化解释，更加具
体地说明了阐释框架在社会背景中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

( 二) 政策启示:反腐实践、政治沟通和廉洁文化
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且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背景下，

对外在信息、阐释框架和腐败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和提升民众的清
廉感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反腐倡廉实践要强调文明执法。调查结果显示，被动的腐败经历对于民众的腐败观
念、腐败归因、腐败感知都具有显著影响。所谓被动式腐败经历就是在公职人员的示意或要求之
下民众经历的腐败。访谈发现，这种腐败经历也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即民众会在主观上将公
职人员的某些行为界定为腐败的信号。很多访谈对象将公职人员“态度不好”“办事拖沓”等行
为视为腐败，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官员在索要好处”。为了与典型的腐败行为区别开
来，有些学者将这些行为称为“作风问题”和“亚腐败”①。但是，在民众眼中，这些行为也是腐败
或腐败的信号。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要规范公职人员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通过开展文明执
法活动，提升公职人员与民众日常交往的文明程度，消除民众的误解，提高民众的清廉感知。

其次，反腐倡廉实践要加强政治沟通。关于间接信息的分析表明，在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实践
的同时，发挥反腐倡廉工作的政治效应还需要加强舆论引导，通过信息公开和主流媒体满足民众
的信息需求。现有研究也指出了媒体信息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还没有说明
信息是如何影响民众感知的，也没有说明什么样的信息会影响民众感知。本研究表明，为了让反
腐败工作发挥更好的政治效应，媒体信息要从信息和知识两个方面加强引导:从信息的直接影响
来看，媒体要在信息的层面上对反腐败工作的进程和成效进行更加详细的报道;从信息的间接影
响来看，媒体也要在知识的层面上向民众解释腐败的性质和腐败产生的客观背景，包括腐败在世
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高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规范缺失和制度漏
洞、大国治理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等等。

最后，反腐倡廉实践要加强社会性的廉政文化建设。关于民众主动的腐败经历的分析表明，
不自觉的腐败文化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主动的腐败经历会降低腐败感知水平。这说
明，在一些民众的眼中，“请客”“送礼”是常态。甚至有民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办成事”。事
实上在参与腐败，而主观上却不认为这是腐败;这是腐败文化的显著特征，即民众在思想认识上
认同了这种行为方式②。腐败文化具有广泛性和顽固性，所以破除腐败文化和树立廉政文化需
要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和长远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社会的层面上将廉政教
育活动推广至全体社会成员，而且清廉教育要从儿童抓起。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包括网络调查中样本的代表性问题、截面数据的因果解释问
题，等等。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作者:徐法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市，100732)
( 责任编辑:林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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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to human progress with a global vision． The global vision of the Party has profound cultural origin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expand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which pro-
vides Chinese wisdom for promoting global governance and draws a bright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is advanced worldview i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shared future in the era of the
global village，the overall consensus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whole world as one family，transcending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problem areas and political systems，and has become the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the global vision of the Party． Fac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rategy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the Party insists on promoting world de-
velopment with China's prosperity，championing the shared human values，upholding true multilateral-
ism，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leading global cooperation against
COVID －19，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which has demonstra-
ted the global vision of the Party with practical action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lobal vision;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Politics and the Cogni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Zhou Ping( 37)…………………………………………………………………………………

Abstract: Nationality is the expression and specific form of human's gathering nature． Politics is
the basic mechanism for human being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social order． Both of them have per-
manence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are entangl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link of society． Neither
of them can exist in isolation from the other，and have the connotation formed by the embedding of the
other．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fluence of nationality on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and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The national politics
formed on this basis constructs a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about 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which reflects the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recognizing 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At
present，in order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a series of unprecedented 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eir challenges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tate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
national politics starts to recognize 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politics，so as to improve its own knowledge quality and realize it-
erat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tionality; politics; nationality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cognition

Public Corruption Cognition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 SEM Analysis from Formative-
Framing Theory Xu Fayin( 49)…………………………………………………………………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difference from corruption reality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it is im-

portant to examine public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its formation． Though having recognized the role of
corruption cognition besides that of external information，current studies have not considered the full
range of corruption cogni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xternal information． Based on Goffman's frame
analysis，Weiner's attribution theory，and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a“Formative-Frame Theory”
is propo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in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ve fram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Ｒesults fro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indicate，
both corruption definition and policy-oriented corruption attribu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or-
ruption perception，and as information affects corruption cognition，it ha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perception，information and frame，and for improving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anti-corrup-
tion efforts．

Key words: corruption perception; corruption conception; corruption attribution; external infor-
mation; interpretative frame

Adaptive Stability of Public Policy: Internal Mechanism and Ｒealization Path
Chen Shuisheng，Zhu Chenlang( 61)…………………………………………………………

Abstract: Policy change and policy gridlock are a pair of e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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